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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後，受佛教的影響，儒學在思維模式，

修養方法等方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另一方面，東傳之佛教在中國古

代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及儒家思想的影響之下，也由逐步中國化而變

成中國化的佛教。那麼，產生於印度的佛教與根源於中國的儒學究竟

有些什麼特點？儒學在佛教中國化過程中究竟起了一些什麼作用？而

佛教又是在那些方面影響了中國的儒學？這種影響就理論思惟的角度

說， 究竟有什麼意義？....本文從「抽象本體與現實人生」、「返

本與知天」、「出世與入世」等三個方面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較深入的

探討。

壹、抽象本體與現實人生

    佛教與儒學最重要的區別，是印度佛教注重抽象本體，中國儒學

強調現實人生。

    說佛教注重抽象本體，這一點在學術界也許幾無異議。因為如果

人們不僅僅從諸如「緣起」、「性空」等概念本身去看待佛教，而是

深入到佛教內部，特別是從歷史的角度，把佛教作為一個發展過程來

考察，那麼，人們就應該明白，雖然在佛教剛創立時，釋迦牟尼確實

對諸如世界的本源、本體等問題不感興趣，甚至明確地以緣起理論去

反對傳統婆羅門教的大梵本體思想，但是，佛教在往後的發展過程中

，由於受到印度傳統文化、傳統思惟模式的影響，被原始佛教從前門

趕出去的「大梵本體」，又悄悄地從後門跑了進來。到了小乘佛教後

期，為了克服業報輪迴與沒有輪迴報應主體的矛盾，就開始出現了「

補特伽羅」說。此「補特伽羅」作為輪迴報應、前後相續的主體，實

際上已是一種變相的實體。此實體雖不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本體」

，但已孕育著「本體」的雛形。後來，隨著大乘佛教的出現，般若學

在掃一切相的同時，大談諸法「實相」，把「「實相」作為一切諸法

的本源，這就使「實相」成為一個穿上佛



頁226

教服裝的「本體」。大乘佛教的進一步發展，出現了佛性理論。佛性

理論又在般若實相的基礎上大談「如來藏」、「佛性我」。此「佛性

我」、「如來藏」在印度佛教中具有「佛之體性」與「諸法本體」的

意義，大乘佛教對「如來」的解釋，即是「乘如實道，來成正覺、來

化群生。」此「如」顯然是指諸佛、眾生的本體；實際上，大乘經論

對「真如」是諸法本體有許多十分明確的論述。例如《唯識論》曰：

「真謂真實，顯非虛妄；如謂如常，表無變易。謂此真實於一切法，

常如其性，故曰真如。」（註1）此謂諸法之體性離虛妄而真實故謂

之真，常住而不變不改故謂之如，說得明白點，乃是本體真實不變之

謂；《往生論註》也說：「真如是諸法正體」（註2）；中國佛教諸

宗派經常所說的真如有不變隨緣二義，也是指真如作為諸法之本體，

具有常住不變易和隨緣變萬法兩重含義；另外，大乘佛教中所說的法

性、法界、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等，其實都是本體之異名。例如，《唯

識述記》曰：「性者體義，一切法體故名法性。」（註3）《大乘義

章》也說：「法之體性，故名法性。」（註4）總之，在大乘佛教中

，那個作為一切諸法乃至諸佛眾生本源的所謂真如、實相、佛性、法

界、法性、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等等，儘管佛經裏用了許多諸如即有即

無、非有非無、超相絕言，忘言絕慮等字眼來形容，表述之，仍絲毫

不能排除它是一個本體。而且整個大乘佛教都是建立在這個既抽象又

無所不在的本體基礎之上。

    那麼，中國儒學在思惟模式、思想內容方面又有一些什麼特點呢

？對此，梁漱溟先生有一段話很值得參考，他說：「儒家從不離開人

來說話，其立腳點是人的立腳點，說來說去總還歸結到人身上，不在

其外；佛家反之，他站在遠高於人的立場，總是超開來說話，更不復

歸到人身上....復歸到佛。....其不同彰也。」（註5）此謂儒學不

像佛教那樣以佛為本，而是始終圍繞著人，其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人

，是一種關於人的學問。考諸儒學的思想實際，梁先生此說誠為至論

。

    儒學自其創始人起，就有一種注重現實人生的思想傾向。孔子在

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最大貢獻，是「人」的發現，其「不語怪力亂神

」而注重人事，對鬼神敬而遠之而注重現實人生的思想傾向，對於春

秋戰國時期的思想界具有振聾發瞶的作用，它喚醒當時的聖賢名哲把

眼光逐漸從「天文」轉向「人文」，此後，以「人」為中心的人文主

義思潮一直成為儒學的主流。

    在儒學中，孟子是僅次於孔子的「亞聖」。孟子之學的重心在人

性理論和仁政學說。仁政理論的核心提倡「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

人之政」；人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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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則致力於對於的人本性的探討。二者都以人為對象和歸宿。後來的

儒家，多循著孔孟的思路走，凡所立論多不離人，把人作為「天地之

德」、「天地之心」、「五行之秀氣」（註 6）； 至漢代之董仲舒



，思想路線有所偏移，倡「天人感應」。但所講仍不離於人，仍把人

作為超然於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者。

    儒學至宋又起一高潮。宋儒一改前儒罕言「天道」的思想傳統，

大講「道之大原出於天」，大講「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但是，理學家「推明天地萬物之原」的目的，是為了說明「人」，說

明「人性」，說明人倫道德之常規。理學家千言萬語，無非教人如何

修心養性，如何「存天理，滅人欲」，如何成賢作聖，其出發點和落

足點仍然是「人」。

    總之，儒家學說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關於人的學問，是關於人與

人相互關係的學說，是一種以人為本的人生哲學。這一點對於今日的

學術界而言，也許幾成共識，因此無庸贅論，值得認真探討的是，儒

學與佛教在思惟模式和思想內容方面究竟是怎樣相互影響的？

    若一言以蔽之，佛教影響儒學之最甚者，是本體論的思惟模式，

而儒學給佛教以最大影響的，則是人性論、心性論的思想內容。

    就思惟模式言，佛教最基本的思惟模式是真如本體論，而傳統儒

家的「人學」或者說倫理哲學則完全以「天人合一」的思惟模式為基

礎；就思想內容說，大乘佛教所強調的抽象本體，而傳統儒學最重要

的一個特點，是注重人性、心性。但是這種情況後來開始發生變化，

例如：中國佛教至隋唐之後就不像傳統佛教那樣專講本體，而是開始

出現一種心性化、人性化的傾向。雖然當時的佛教也把成佛作為修行

的最終目標，但是究竟如何成佛？傳統的大乘佛教注重體證本體，強

調返歸本體，與本體合一。但是受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的影

響，隋唐佛教逐漸出現一種「唯心」的傾向，把一切諸法包括諸佛眾

生歸諸一心，把「反觀心源」、「反觀心性」作為修行成佛的根本途

徑。此時佛教所說之「心」，既帶有傳統佛教作為抽象本體之「真心

」的色彩，也有傳統儒學所說的「現實人心」的成分。如果說，天台

、華嚴二宗之「心」更接近於傳統佛教所說的「真心」，那麼，禪宗

所說的「心」則更類似於儒家之「心性」、「人性」。當然，更準確

地說，不論天台、華嚴，還是禪宗，他們的心性理論完全是傳統佛教

與中國儒學相互影響、相互交融的產物。更具體地說，隋唐佛教思想

理論的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把傳統佛教的抽象本體與中國儒學的心

性學說緊密結合在一起，作為結果，再則是把傳統佛教的抽象本體心

性化、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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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這種把抽象本體心性化、倫理化所形成的心性理論，後來又反

過來對傳統的儒家學說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在李唐一代，受此心

性理論影響最烈者，當推一代大儒李翱及其《復性書》。《復性書》

雖以恢復孔門道統為號召，所據多屬儒典，所語亦多屬儒言，然其所

欲復之「天命之性」，已與隋唐佛教所說的心性，佛性很相近，具有

相當程度的本體化傾向，這種傾向愈演愈烈，至宋明之「新儒學」，

則完全被本體化。

    從思惟模式的角度說，宋明「新儒學」的最大特徵是心性本體論

。這種本體論的思惟模式體現到各理學家的哲學、倫理學說之中：從

張載的「太虛無形， 氣之本體」（註 7）至二程「體用一源，顯微



無間」（註 8），從朱子的「聖人與天地同體」（註 9）到陸九淵

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都是一種本體論的思惟模式或

以本體論為依托的政治、倫理哲學。儘管理學家們在闡發他們的政治

，倫理思想時運用了許多傳統的範疇，如「天道」、「人道」、「天

理」、「心性」等等，但此時之「天道」、「天理」已不同於傳統儒

學之作為社會政治、道德立法者的「天」，而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帶

有本體色彩的哲學、倫理範疇。如果傳統儒學在「天」、「天道」與

「人性」、「心性」的關係上，主要是在「天人合一」的大框架中談

「天」如何為「人」立法，「人性」如何根源於「天道」，那麼，新

儒學的思惟方式則更傾向於「天人本無二，更不必言合」，亦即天道

、心性本是一體，都是理（或於心）的體現，在天曰天理，在人為心

性。二者在思惟方式上的區別，一是天人合一論，一是本體論。天人

合一論的立足點，是「道之大原出於天」，「人道」是由「天道」衍

生的；本體論的基本思想是「天、人」本是一體，不論是天道還是心

性，都是作為本體的「理」（程朱一系）或「心」（陸王一系）的體

現，不存在誰產生誰，誰衍生誰的問題。雖然從總體言，宋明理學還

沒有完全拋棄「天」，但其時之「天理」，已於傳統儒學作為世間萬

物之主宰和人倫道德之立法者的「天道」不盡相同，它同「理」、「

心性」名異而實同，都是世間萬物乃至人倫道德的本體。如果從人類

理論思惟發展史的角度說，前者較接近於「本源論」或「宇宙生成論

」，後者則屬現代哲學所說的本體論範疇。

    宋明理學思惟模式之屬本體論，這一點也許用不著再多作論述，

這裏所探究的，不是這種學說的思想內容或者思惟模式本身，而是這

種思惟模式是如何形成的？換一個角度說，佛教影響於儒家學說之最

根本、最重要的東西究竟是什麼？以往學術界在談論宋明理學受佛教

的影響時，總喜歡談程朱、陸王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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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如何出入佛老，他們有多少說法又如何與佛教相類似，實際上，

這些都只是一種表面現象或者是枝末細節而已，宋明理學之受佛教的

影響，最根本的是思惟模式，是心性本體論的思惟模式，宋明新儒學

之所謂「新」，從理論的角度說，也正在於此！如果隋唐佛教之所以

是一種中國化佛教，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把傳統佛教的抽象本體心性化

，那麼，宋明新儒學區別於傳統儒學的一個重地方，則是把傳統儒學

的人性、心性本體化。筆者以為，只有這樣去看待儒佛之間的互相影

響，才算是「取乎其大」，抓住了根本。

貳、返本、歸極與盡心、知天

    大乘佛教本體論的思惟模式決定了其修行方法及最終目標（或最

高境界），與中國傳統儒學必然存在著重大的區別，這種區別最主要

的表現在前者注重體證佛性、返歸本體，後者強調修養心性、體認天

道。

    當然，正如佛教本身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一樣，佛教的思惟模

式也不是自始至終一成不變的。實際上，佛教在其建立初始時，不但



不以本體論為思惟模式，而且強烈地反對一切實體和本體。例如；釋

迦牟尼就是以緣起性空的理論去反對婆羅門教的大梵本體思想；一直

到小乘佛教，在思惟模式上仍然是非本體論的。而與此相應者，原始

佛教乃至小乘佛教的修行方法多是強調歷劫苦修的。但是，到了大乘

佛教之後，這種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其變化之一，或變化最大者，首

先是思惟模式，亦即由原來的反對一切實體和本體，一變而為以本體

論為依托，而此思惟模式之變化，立即帶來修行方法上的變化，亦即

由原來的注重歷劫苦修一變而為注重頓悟。

    從理論上說，當佛教發展到以本體論的思惟模式為依托之後，其

修行方法必定要隨之發生變化，因為本體之為物，是「無聲無臭」、

「無形無相」的，它不同於某種有形有相的實體，如果實體是可以由

部份相加而成，那麼，再多的部份相加也不能構成本體，因此，對於

本體的把握不可能通過積累部份的認識來實現，用佛教的術語說，要

「得本稱性」、「返本歸極」唯有頓悟，不能漸修。誠然，大乘佛教

並沒有完全否定漸修，但是這種漸修只能為頓悟創造條件且奠定基礎

，用竺道生的說法，只是「資彼之知」，雖不無「日進之功」，然最

終目標之實現則非頓悟不可。因此，大乘佛教多以頓悟為極至，中國

禪宗更直言「唯有頓悟一門，即得解脫」（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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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佛教對於達到最高境界何以要頓悟而不能漸修曾有過許多頗

為深刻的論述，例如，相傳為僧肇所著的《涅槃無名論》就說過這樣

一句話：「心不體則已，體應窮微。而曰體而未盡，是所未悟也。」

（註11）這是對漸悟說的駁斥，意謂對於本體之體悟，不悟則已，既

悟則屬全體，不可能這次悟此部分，下次悟另一部份、因為，本體是

不可分的，或者說，「理」是不可分的。對此，竺道生及後來的禪宗

更有詳盡的論述。

    在竺道生看來，所謂佛者，即「返本稱性」、「得本自然」之謂

，而此「本」乃無形無相、超絕言表的，故不可以形得，不可以言傳

，而貴在得意，因此，竺道生倡「象外之談」、「得意之說」；又，

此本體乃一純全之理體，是一而不二的，故體悟此本體的智慧也不容

有階級次第之分，而應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可見竺道生的

「頓悟」學說，完全是以本體之理不可分的思想為基礎。

    至於禪宗則更提倡「經是佛語，禪是佛意」，禪只可意會，而不

可言傳。此中之理論根據，也是把本來是佛之本心本體視為一包羅萬

象之整體，對此本心本體之證悟，只能默契意會、直下頓了，故禪宗

倡以心傳心、直指便是，反對在語言文字上討意度。

    總之，不管是竺道生還是禪宗，甚至於天台、華嚴各宗儘管它們

具體的思想內容不盡相同，但在一點上是共同的，即由於它們都以本

體論的思惟模式為依托，因此，都以「返本歸極」、「體證佛性」為

終極，都把「回歸本體」、「與本體合一」作為最高的境界，而此一

最高境界的實現，又都借助於「悟」，特別是「頓悟」。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儒家的修養理論和最高境界的實現是建立在

一種什麼樣的思惟模式基礎上的？

    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是成賢作聖，或者進一步說，是「內聖外王



」。而此一理想境界的實現，主要是依靠修養心性。基於「天人合一

」的思惟模式，儒家把道之大原歸諸「天」，因此，作為儒家理想人

格的聖賢，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知天」，體認「天道」。而要做

到「知天」，儒家提出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盡心、知性、則知天」

。所謂「盡心」，按《孟子》說法，也就是「存心、養心、求放心。

」「存心」者，即保存「天命」之心性的完美無缺，使「不失其赤子

之心」。（註 12）「養心、求放心」者，實際上都是指清心寡欲、

克除不正當之欲念。此三者在說法上雖略有差異，實際上都是通過一

種內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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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去體認「天道」。

    通過內省工夫去體認「天道」的修行方法，儒家「誠」的理論有

更詳盡的論述。《孟子》曰：「是故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

也。」（註 13）《中庸》則說：「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此中之「誠」，實是一

種作為聖人本性之源的道德規範，亦即「天道」；而所謂思誠、誠之

、明誠，則是一種主觀內省工夫，儒家認為，通過這種主觀內省工夫

，人們就可以由「心」、「性」上達於「天道」，從而達到「天人合

一」的境界。這有如《中庸》所說的：「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

，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可以說，這就是傳統儒家在修行方法上所遵循的最基本的思想路數及

其所要達的最高境界，亦即通過對當下心性的內省工夫，使之上達於

「天道」，進而實現「天人合一」之最高境界。

    這裏有一個問題需要指出，亦即傳統儒學的所謂「誠」，並不像

某些人和某些著作所說的那樣，本身就是聖人的一種「境界」。如果

此說成立，那麼，也就等於說，天之道，即聖人之道，聖人之性。這

就意味著，傳統儒學的「誠」已具有本體的意義。實際上，這是後儒

的思想，特別是宋明理學家們的思想，而不是傳統儒學的思想。因為

，在傳統儒學那裡，雖然是以「天人合一」的思惟模式為依托，但這

種合一，多少帶有二物合而為一的味道，亦即「天道」是源，「人道

」是流，「天道」是本，「人道」是末，儘管聖賢可以通過「盡心」

、「思誠」達到與天道合一的境界，但「天人」並非原本是一體，只

是到了宋儒，才提出了所謂「天人本無二，更不必言合」的思想。其

中之關鍵，乃是佛教本體思惟模式及其「返本歸極」修行方法的影響

。

    確實，在宋明理學中，「誠」成為了一種至高無上的宇宙和道德

本體。理學開山祖周敦頤在《通書》中說：「誠者，聖人之本。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後，不管是理學還是心學，既把「

誠」作為「天之道」，又把「誠」作為一種人倫道德之本體。認為要

成賢作聖，最根本的修養工夫，就是要「明誠」。朱熹說：「誠則無

不明矣，明則可以至誠。」（註14）張載也說：「儒者則因明致誠，

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可以成聖，因得天而未始遺人。」（註

15）王守仁則說：「良知無所偽而誠，誠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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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註16）雖然理學家與

心學家在強調「自明誠」與「自誠明」上有分歧，理學家講「自明誠

」，注重道問學；心學家們講「自誠明」，強調尊德性，但二者都把

發明，洞見此道德本體作為最根本的修行方法，把「至於誠」與本體

合一作為最高的道德境界，這一點，陸王心學表現得尤為明顯。他們

所謂「發明本心」和「致良知」，實際上就是發明此道德本體並進而

與此本體合一。這使人想起禪宗的明心見性。禪宗明心見性之旨趣無

非要人悟得此「本心本體本來是佛」；而宋儒之「自誠明」也罷，「

自明誠」也罷，乃至「發明本心、致良知」等，同樣是要人發明此作

為「天道」、「人道」之本體的「誠」或者「本心」、「良知」，字

眼雖有小異，思想路數完全毫無二致，都是強調「明本」、「返本」

、「與本體合一」。

    由於宋明理學也把「明本」，「返本」作為一家思想之歸趣，這

就使得理學家在修行方法上也逐漸走上注重證悟的道路----因為對於

本體的體會只能採取意會或證悟的方法，對此，朱子有「豁然貫通」

之說，陸子更提倡「悟則可以立改」（註17），以致張南軒曾評陸學

「多類揚眉瞬目之機」；（註18）王陽明說得更直接和明白：「本體

工夫，一悟盡透」。實際上當理學採用了佛教的本體論的思惟模式和

把「明本」、「返本」作為一家思想之歸趣之後，在修行方法上一定

要走上注重證悟的道路。

參、超然出世與積極入世

    印度佛教與中國儒學的另外一個重要區別，是印度佛教帶有濃厚

的出世主義的色彩，而中國儒學則極富入世精神。

    佛教在印度，特別是早期佛教，很強調離群隱遁潛修、不涉世事

。例如：《佛遺教經》就明確教誡門徒信眾：持淨戒者「不得販賣貿

易，安置田宅，....一切種植及諸財寶，皆當遠離，如避火坑。」欲

修行者「當離憒鬧，獨處閑居」；「不得參預世事，....結好貴人。

」並且說：「人繫於妻子、舍宅，甚於牢獄。」....等等。印度佛教

在基本上是循著這條路子走的，他們多以遠離塵俗，不問世事相標榜

，特別是小乘佛教更是視三界如火宅，視人生若冤家，以自了為旨趣

，以出世為終的。

    與印度佛教正好相反的中國儒家，自創立之日起就注重入世，儒

家創始人孔子為了「用世」，曾大聲疾呼：「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

，三年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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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9）為了「濟世」，老夫子更親率弟子「斥於齊、逐於宋、困

于陳蔡之間」（註 20），「纍纍然若喪家之犬」（註 21）。他雖



然對管仲的越禮行為頗有微辭，但卻推崇其「相桓公，一匡天下，民

至今受其賜。」子貢問：「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可謂之仁乎？」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註 22）用世之心，濟世之情，

溢於言表。

    孟子繼承孔子傳統，主張「用世」以濟天下。他曾對齊王說：「

王如用予，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註23）並把自己視為名

世之士，稱「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註24）孟

子的一句名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後來更成為中

國士大夫的座右銘和行為準則。

    孔孟之後，歷代儒家均提倡入世、用世，就連董仲舒那樣的儒者

，雖然一再聲稱：「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但仍強調

：「聖人之為天下者，興利也。」（註25）降至宋明，理學家們更把

提倡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的《大學》抬到《

四書》的地位。

    宋明新儒學的學術重心在於心性義理，講修心養性，成賢作聖。

但是，修養到什麼樣的境界，才成其為聖賢？朱子認為：「士而懷居

，不足以為士，不是塊然守定這事物，在一室獨坐便了，便可以為聖

賢。自古無不曉事的聖賢，亦無不通變之聖賢，亦無閉門獨坐之聖賢

。」（註 26）二程也主張聖賢應該是管事的聖賢，入世的聖賢，對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認為是非安可忘，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可忘；又

說：「人惡多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叫人去做，更叫誰做

。」陸王更以同體大心來說明「宇宙內事乃是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

宇宙分內事」（註 27），「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為

一家也，中國猶一人也。」（註 28）把修心與治世統一起來。

    兩宋之後，有感於宋之滅亡，儒門學者對於憑空蹈虛、高談性命

更為深惡痛絕，明之宋濂便宣揚「真儒在用世」，主張「生有補於世

，死有聞於世」（註29）；黃綰、方孝孺等更直接倡「經世之學」，

主張「以經綸天下為己任」，明「言儒者之道，....無有不達乎世務

而可以為儒者。」（註30）明清之際及清代的一批儒門思想家更大講

經世致用； 顧炎武稱：「文不關于經術政事者，不足為也。 」（註

31）朱舜水倡「經邦弘化，康濟時艱。 」（註 32）清之汪中，承

傅山、王夫之傳統「有志於用世，而恥於無用之學。」（註 33）龔

、魏更大聲疾呼：讀書是為了經世致用探世變者，聖之至也。

    縱覽儒學的歷史發展，自先秦至明清凡二千餘年，始終有一條主

線貫串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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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即志存天下，積極用世。儒家學說的這一特點，使得後人在評價

儒學時，甚至稱它為政治型文化，或者把它同其注重倫理的特點聯繫

起來，稱之為政治、倫理哲學。

    儒家學說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儒學便逐漸上升為社會的統治

思想，至唐韓愈提出恢復孔孟道統後，儒學的影響更逐漸增大，其主

張修、齊、治、平，提倡為王道政治服務的入世精神也深刻影響於各

家學說，東傳佛教在中國留下了深刻的儒學印痕。

    佛教在中國新發生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由原來的注重出世，逐漸

發展成也主張入世，提倡把出世與入世統一起來。

    佛教剛傳入中國時，其受攻擊最烈者，當推其脫世離俗的主張。



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士大夫指責佛教「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

註34），認為它所提倡的超塵脫俗、離家出世，不致敬君王、不孝事

父母是「入國而破國，入家而破家，入身而破身的三破之法。」（註

35）對於這種學說應該盡退天竺，或放歸桑梓，不應在中國流傳。佛

教在王道政治主宰一切，三矕五常規範人生的國度中的遭遇，使它面

臨著這樣一種抉擇：或者墨守遺教盡遭擯棄，或者入鄉隨俗，對傳統

的思想作某些改革，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中國佛教選擇了後一

條道路。

    首先，與印度佛教對於政治一般都持避而遠之的態度不同，中國

佛教在入世與出世問題上卻是另一番景象：中國佛教的許多名僧的宗

派，常常根據佛經所言：「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以及大乘佛教

慈悲普度的精神，認為佛教的根本宗旨不是為了自身的修行解脫，而

是為了利他濟世、普度眾生。因此，中國佛教所宣揚的，多是大乘菩

薩精神，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地獄不盡，誓不成佛，

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在此基礎上，中國佛教常把出世與入世統一

起來，認為只有把世間法幹得停停當當，才能作為出世的資糧。以這

種思想為基礎，中國歷史上許多佛教徒常大膽走出山林，投身社會，

乃至涉足官場，過問政治。中國歷史上和尚過問政治的事不勝枚舉，

早在東晉時期，名僧佛圖澄曾被石勒尊為大和尚，石勒之大將軍郭里

略還拜他為師，「軍機要事，皆聽其言」（註36）；前秦之道安，也

是苻堅的政治顧問，征戰之事，常與道安商量；前後秦之鳩摩羅什，

更一度成為政壇上的風雲人物；南北朝時的釋慧琳，《南史》稱他「

少出家，後為文帝所重」，後「遂參權要，朝遷大事，均與議焉。」

故史上對他有「黑衣宰相」之稱。隋唐時期，幾個較有影響的佛教宗

派的創始人，都與當朝皇帝關係密切，如智顗之與陳宣帝、陳文帝，

玄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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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唐太宗，法藏之與武則天，等等。其次，與佛教東傳之初，佛教徒

對於儒家的「不忠」、「不孝」的指責多以「在家」、「出家」、「

方內」、「方外」及一些包涵廣泛的所謂「大忠」、「大孝」來進行

不同辯釋， 隋唐以後的佛教，也逐漸走上儒家的道路....逐步倫理

化。例如：唐代及唐代以後的許多佛教徒已不談那種所包蓋廣的「大

忠」、「大孝」，而是大談那種實實在在的仁義忠孝，唐初李師政在

其《內德論》中就說：「佛之為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

治，勸家以和。」唐代名僧百丈懷海始創後，歷代均有所損益的《百

丈清規》更大講「忠」、「孝」，首二章 <祝 >、<報恩 >講「忠

」， 次二章 <報本 >、<尊祖 >講 <孝 >，完全仿效儒家口吻；

宋之名僧契嵩更寫了一篇全面述佛教孝道的著作，名《孝論》。他認

為：「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諸教皆尊之，佛

教殊尊之。」並且把父母視為天下三大本之一；明代僧人所撰之《孝

聞說》、《廣孝序》等文，也大談孝道，認為「世出世法，皆以孝順

為宗。」（註 37）「儒以孝為百行之首，佛以孝為至道之宗」（註

38）， 把作為儒家學說基礎的孝道視為佛教的根本宗旨之一，其儒

學化、倫理化程度可見一斑。



    總之，就傳統佛教與傳統儒學言，由於它們借以產生和存在的社

會歷史條件不同，思想文化背景不同，因此，這兩學說本來存在著諸

多差異：如一個注重抽象本體，一個重視現實人生；與之相聯繫，在

修行方法上，前者注重「返本」、「歸極」，後者強調「盡心」、「

知性」以上達「天道」；在與現實政治、倫理關係上，傳統佛教強調

出世求解脫，中國儒學則重視外聖內王、修齊治平。但是，當佛教傳

入另一個國度之後，受中國社會歷史條件及儒家政治、倫理學說的影

響，其抽象本體就逐步人性化、人性化，其修行方法也漸漸由注重「

返本」、「歸極」向強調「反觀心性」、「直探心源」轉變；在與現

實政治、倫理關係上，佛教更是逐步由主張超然出世轉向強調亦出世

亦入世，倡出世與入世的統一；至於儒家，則在反佛的口號下，吸收

溶攝佛教本體論的思惟模式，把心性本體化，建立了以心性為本體的

宋明新儒學。通觀儒佛二家的相互影響，相互交融，儒家在思想內容

上給佛教以廣泛、深刻的影響，而佛教則在方法上幫助儒學建立起心

性本體論，使儒學在理論思辨上發生了一次「飛躍」。因此佛儒之間

的細部影響有許多，但若從根本處立言，則大體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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